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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网络视角的城市更新决策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工程为例

王筱洲   王  林    WANG Xiaozhou, WANG Lin

城市更新因涉及多主体协同而面临复杂的公共决策，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究政府部门间博弈与合作的运作

机理，基于政策网络与合作博弈理论，以上海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工程为例，构建“公众参与和部门协商双轮驱动”

的解释框架。部门协商通过部门间及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的非程式化协调，将区域发展诉求与城市整体战略目标整

合；公众参与通过媒体报道、方案展示和公众投票等方式，创造了信息透明的决策环境。最终促成项目在高风险与高时

间压力下顺利实施，对深入把握部门决策的内在逻辑与城市治理协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Urban regeneration involves complex publ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necessitat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playing a pivotal role. Drawing on policy network and cooperative game theories, this study 
takes the comprehensive redevelpoment of the Shanghai Bund waterfront as an example and develops a “dual-drive” 
explanatory framework—driven b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nterdepartmental negotiation—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intergovernmental bargaining and cooperation. Interdepartmental negotiation, through non-procedural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ctors,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demands with the 
city’s overall strategic objectives. Publ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media coverage, design exhibitions, and public voting, 
enhanced transparency with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rough these interactions, the project was ultimately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amidst high risks and tight time constraints, which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decision-making 
logics and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urba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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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法律与法规上缺乏明确界定[7]。本文通过

实证研究试图揭开其运行规律，解释这一领域

的一系列问题：在多部门参与的城市更新项目

中，部门间的博弈过程如何展开？从博弈走向

合作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在目标和

专业理性矛盾的前提下实现多方协作，有效推

动复杂项目的落地？

既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公共决策中政府部

门间的博弈与合作内容。政策网络理论和合作

Urban Regenerat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from a Policy Network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Comprehensive Re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Bund Water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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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多

的更新项目牵涉复杂的多方协作。政府各部门

间的博弈与合作直接影响着更新政策的实施

效能和效果[1]，[2]48。为应对复杂的治理需求，政

府内部不断进行规则上的优化，建立绩效评估

等激励机制以提升治理质量和效率[3]34，[4-6]。

然而各部门因各自职能与目标不同，常在决策

过程中产生分歧。上下级及平级之间的事权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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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理论成为分析这一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

政策网络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并非由政

府单一主导，更需跳出“政府与市场”或者

“政府与公众”二元对立框架，是由多个利益

相关团体（如政府职能部门、社会资本、专家、

媒体、市民等）通过持续互动所形成的稳定网

络来完成的[8]22。合作博弈理论提出通过协作

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的策略，为缓解跨部门冲

突提供了可能性[9]129，[10]11。在中国情境下，学

者们通过一系列概念描述了政府部门行为，如

压力型政府、政府锦标赛、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变通行为[2]46，[3]36，[11-12]。但这些研究在揭示政

府间博弈与合作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方面仍

显不足，且在分析多方博弈成功的关键因素时

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整合。当前研究多从单一部

门或双边博弈的研究视角出发[13]，[14]97，对多

方参与的综合博弈研究相对较少。由于近距离

观察博弈过程存在一定的困难，大部分研究只

是对其进行粗略的勾勒，因此关于中国政府组

织微观过程的实证分析相对缺乏。

本文选取上海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工程

为案例，以政策网络理论和合作博弈理论为基

础，构建出“公众参与和部门协商双轮驱动”

的解释框架，用于揭示城市更新中合作博弈成

功的关键因素。该框架将政策网络理论对多元

主体互动结构的剖析与合作博弈理论对目标

趋同的探讨相融合，旨在阐明在由政府部门、

市场主体及公众构成的复杂政策网络中，如何

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共享和部门协商目标趋同，

最终实现从博弈走向合作。

1  城市更新决策中部门合作的研究框

架构建

公共决策中的部门互动已成为理解政府

部门间关系的重要视角。在面临复杂的城市

更新问题时，各政府部门基于其专业理性，

形成了既相互制衡又需协同合作的竞合关

系。本文将借鉴政策网络理论与合作博弈理

论，探讨政府部门间从观点分歧到协同合作

的演变轨迹，并分析破解部门博弈困境的可

能路径。

1.1 公共决策中的部门合作研究基础

政策网络理论为分析多元主体参与公共

决策过程提供了动态的分析视角。该理论揭

示，公共政策更多地是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被

集体所塑造，其内容、方向和可行性深刻地受

到网络中多元行动者所构成的互动结构及其

持续协商过程的影响[8]24，[15]。这一视角将分析

焦点从组织内部科层制命令转向跨越组织边

界的复杂互动关系，适用于剖析城市更新这类

涉及多部门的复杂治理过程。

公共政策过程通常分为政策决策、政策

执行、政策终结、政策监督等若干阶段[16]。尤

金˙巴德克[17]最早将博弈理论引入政策决策

阶段，提出政策决策是各方策略互动的“赛

局”。博弈作为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核心矛盾之

一，其本质是不同主体在目标偏好与权力互

动中的策略性竞争[9]130。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的

是“当一群理性个体选择结盟合作时，他们

如何分配共同创造的利益，才能使每个联盟

都满意”。其核心是联盟形成、信息传递与收

益分配制度[18]。

理论整合上，现有研究对政策网络理论

与合作博弈理论的整合应用尚显不足。研究视

角上，已有研究多聚焦于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

部门间博弈，而对同一行政区域内部门间的博

弈及加入第三方、第四方视角的综合博弈关注

不足[19]。实证分析上，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单一

案例或区域的阶段性经验总结，缺乏近距离的

全过程实证分析对理论的支撑[20]110。政策网络

理论精于描绘互动结构，合作博弈理论聚焦于

分析联盟形成的动力与稳定性，二者结合能完

整地呈现合作的全景。本文以实证案例作为切

入点，构建整合的框架，探索部门间合作在公

共决策中的运作机理。

1.2 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和部门协商

双轮驱动”的分析框架，用于揭示城市更新中

跨部门合作成功的关键机制（见图1）。该框架

从政策网络理论出发，将决策过程视为一个由

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

合作博弈理论分析该网络如何通过公众参与

（规范化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部门协商（弹性

的目标趋同机制）最终促成合作。

2  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工程案

例，对其在施工方案确定过程中的多方博弈并

最终在计划时间内成功改造的过程进行跟踪

分析和理论化解释。现有案例研究多采用片段

式研究，仅关注单一环节，而城市更新中的综

合博弈是一个连续的实践过程。选取其作为案

例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案例的典型性与理论

价值。外滩作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街

区，其更新项目涉及市政交通、区域经济、历史

保护、公共空间等多重政策目标的复杂平衡，

为观察政策网络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提供了代

表性场域。二是案例完成度高。案例经过方案

提出、方案确定、方案实施、全民使用等阶段。

经过15年时间的检验，仍然是城市更新综合改

造的成功典范。

研究范围为外滩滨江公共区域，北起苏

州河口，西至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西侧建

筑界面，南至十六铺客运中心北侧边界，东至

黄浦江岸线，总长1.8 km，总面积约14.7 hm²

（见图2）。为了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

开，上海市政府决定启动外滩滨水区综合改

造工程。

本文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深

度访谈、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笔者从事上海

市城市规划管理工作16年，从2007年到2010年

深度参与并持续跟踪了该项目从概念提出、方

案征集、共识形成到建设竣工的全过程，获取

了翔实的政府工作文件及一手资料。研究期间

共完成深度访谈3次，访谈对象涵盖项目方案

核心参与者、政府部门决策者和公众参与活动

组织者；一手资料包括政府会议纪要2份、项目

评估报告、设计方案和政府发布会实录；二手

资料包括相关新闻报道与学术文献。在时间维

度上按照项目关键节点划分阶段，选取重要决

策转折点，运用框架进行解析，以揭示部门合

作达成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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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滩滨水综合改造的过程演化

外滩滨水综合改造工程分为改造缘起、

改造方式选择、改造方式确定3个阶段。在此过

程中，各部门基于其专业理性存在不同诉求，

而从分析走向合作的关键，在于有效的“信息

共享”与“目标趋同”机制。

3.1 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工程缘起

为缓解外滩地区作为上海交通“蜂腰”

地带日益紧张的地面交通，优化南北交通流

线，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

政部门”）于2007年初提出建设外滩—陆家

嘴环线隧道，连接浦东陆家嘴与浦西外滩，计

划在外滩滨水区原有地面11车道基础上新增

地下6车道。究其原因，是由于2003年4月位于

外白渡桥东侧的苏州河河口水闸开始建设，其

被作为挡潮及调水功能的延续，并于2005年

9月22日投入试运行。这一液压卧倒式翻板闸

门，通常位于黄浦公园和俄罗斯领事馆之间的

苏州河水下。根据需要，该闸门可以在0˚到90˚

之间向东侧进行任意角度的翻转，并将其固定

在所需位置。该闸门有效地替代了用于防潮的

吴淞路闸桥，从而使其有拆除的可能性。上海

市政府此时有意重振外滩金融功能，打造环陆

家嘴—外滩金融中心，认同此方案并交由上海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部门”）

研究。

市市政部门提交方案后，市规划部门跳

出单一交通改善视角，从城市整体发展视角提

出不同的设想。其强调应回应上海作为全球城

市对其标志性滨水空间的公共活动需求，并据

此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

工程的建议，目标是塑造更舒适和友好的世界

级滨水公共空间。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巨

大的地面交通需求导致南北快速机动交通对

滨水空间的挤占，临江空间被分割成孤岛，公

共空间局促且舒适性差；防汛墙对行人视线的

阻隔使得外滩历史建筑无法得到充分展示；

延安高架路外滩下匝道对景观整体性造成破

坏[21]60。基于此，市规划部门秉持以人为本的

设计理念，借此次交通改造的契机，对外滩滨

水区域进行一体化、全方位的系统改造，实现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总体目标。

3.2  市规划部门与市市政部门针对改造方案

的博弈

在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规划的决策过程

中，市规划部门与市市政部门作为决策的关

键主体，基于各自职能定位与专业理性形成

了不同的政策偏好，进而构成了决策初期的

主要分歧。

3.2.1    市规划部门主导的“重塑功能、重现风

貌”的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规划

2007年4月，上海市政府正式宣布启动外

滩地区的综合改造工程。该工程采取“1+6+2” 

的项目规划，其中“1”为一项新的外滩隧道

工程；“6”包括十六铺地下空间开发、外滩交

通枢纽、新延安东路排水系统、滨水区改造、

防汛墙加固，以及虹口区150地块的开发；“2”

为2条越江隧道，即新建路隧道和人民路隧道

工程。

作为外滩“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关键

举措，外滩滨水区城市设计工程正式启动。按

照上海市领导的指示和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

第五次领导小组工作会议的要求，市规划局联

合市市政局、市浦江办、黄浦区政府，共同委托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于2007年组织了国际

方案征集工作[22]。

该规划致力于通过防汛墙改造、空间景

观设计、公共活动系统、地下空间利用、环境改

善、道路与停车设施优化、人行设施等7大系统

的改造，全面提升外滩滨水区的空间品质与公

共活力。在方案评审中，安全被置于首位，因外

滩客流量巨大，所有包含过多台阶的设计均因

安全隐患被否决。方案受到上海市政府高度重

视：2007年12月13日，市政府专题会议上，上海

时任市长及主要领导听取了4家组织单位关

于外滩滨水区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工作情

况的汇报；2008年3月17日，相关部门领导再

次听取深化方案的汇报。

最终，美国Chan Krieger Sieniewicz（CKS）

公司的方案胜出。其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连

接外滩历史街区和黄浦江滨水区域的公共空

间系统。方案提出立体交通重组策略：将原有

地面11车道优化为地面4车道加2条应急车道，

并新增地下6车道。将过境交通引入地下隧道

系统，从而为地面提供更多亲水的公共空间。

这一设计显著减少地面道路的宽度，加强了城

市与水滨的联系。在地面层和空箱平台层之间

增设平台广场的公共空间，自北至南依次增设

图1  多主体综合博弈解释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ulti-actor integrated game theo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工程范围
Fig.2  Scope of the Bund waterfront integrated regeneration project

资料来源：《外滩滨水区城市设计暨修建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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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广场[21]61。该方案最终实现外滩地面公共活

动空间增加40%、绿化面积增加10%的显著成

效。此外，改造将配置可同时容纳约2 000人的

座椅及多种服务设施[21]65。在景观设计上，采用

与老建筑协调的风格和形式，如将外白渡桥改

造时移出的木桩基础改造为城市家具，营造外

滩百年历史的集体回忆氛围。该综合改造工程

对外滩进行一体化、全方位的系统改造，确保

其风貌在未来50年内保持不变。

3.2.2    市市政部门的专业审慎与实施顾虑

面对市规划部门提出的下穿隧道方案，

市市政部门出于专业职责与对工程风险的评

估，主张暂缓决策，倾向于待世博会后再行议

决。主要基于以下3方面专业判断：一是交通效

能存疑。虽然新方案将地面车道减少至4条车

道加2条应急车道，同时增加地下6车道，但实

际交通通行能力并未增加，对交通改善意义不

大。二是实施风险高企。隧道工程投资大工期

紧。同时期上海有2条轨交线及100多个轨交

站点地面工程在建，外滩施工易引发区域性

交通瘫痪，可能招致公众强烈不满。三是技术

挑战严峻。外滩建筑存在下沉现象，防汛墙需

要修补，且外滩建筑和防汛墙之间的管道布

局复杂。外滩西侧的历史保护建筑是上海的标

志性建筑，隧道边线距历史保护建筑最近处仅

1.7 m，其对施工精度要求极为苛刻，技术风险

与历史责任使其望而却步。

因此，市市政部门的迟疑并非简单的消

极对抗，而是作为工程实施主体在专业层面进

行的严谨风险评估。这体现了在城市更新决策

中不同职能部门基于其专业理性所产生的目

标冲突。

3.3  部门协商与公众参与双重路径达成项

目共识

城市更新的政策决策是体制内外多元主

体通过不同路径共同塑造结果的过程。外滩滨

水区综合改造方案的最终确定，既受到地方

政府与开发商等主体通过部门协商路径的持

续影响，也通过公众参与路径构建广泛社会认

同，二者共同促成项目实施共识。

3.3.1    部门协商路径：区域发展诉求与市级战

略趋同

在方案开工时间因实施风险而陷入僵局

时，来自区域层面的发展诉求为更高层面整合

战略目标提供了契机。黄浦区政府与香港上海

大酒店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半岛酒店的合作构

成部门协商的动因。为满足2010年世博会的接

待需求，上海急需建设一座豪华酒店，2004
年引入该集团在外滩原友谊商店旧址新建半

岛酒店。在与黄浦区政府签订的协议中，为确

保酒店的人流量，投资方要求拆除途经地块旁

的吴淞路闸桥，建设外滩下穿隧道从而增加地

面公共空间。

当下穿隧道工程因实施部门的审慎评估

而推进迟滞时，半岛酒店项目因核心商业预期

无法保障而面临撤资风险。黄浦区政府将此情

况上报市级政府，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召集各

相关部门开会决策，特别是工程实施方（市市

政部门）和方案提出方（市规划部门）。尽管

多轮会议未能立即就施工时间达成一致，但这

一过程标志着该议题进入更高层级的统筹决

策阶段。

部门协商路径在此案例中成为关键抓

手：通过引入半岛酒店这一变量，重构了决策

的考量维度。它超越市规划部门与市市政部门

的单一专业视角，将工程改造与城市形象、旅

游发展、商业投资等战略目标进行有效衔接。

这种通过非程式化的内部协调来整合分散诉

求的机制，为解决复杂的公共决策冲突提供了

重要渠道，成为突破部门视角局限、促成战略

协同的重要力量。

3.3.2   公众参与路径：形成社会认同

在内部协商寻求突破的同时，上海市政府

同步启动了公众参与程序。2008年5月28日，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概述外滩滨水区城市

设计方案要点，广泛征求市民和国内外游客

的意见。该方案同时陈列在上海展览馆，并通

过电视台、广播电台，以及《新民晚报》 《解放

日报》 《文汇报》等纸质媒体广泛传播。最终，

95%的市民赞同该方案，5%的市民建议方案

增加更多绿化。某种意义上，外滩下穿隧道方

案获得全体市民一致同意。

在黄浦区意见、投资方商业诉求与公众

对该方案的高度认同下，上海市政府权衡各方

意见后，最终于2009年2月推动外滩滨水区综

合改造工程全面启动，并于2010年3月世博会

前竣工，实现了百年外滩的功能与形态升级。

公众参与路径在公共决策中发挥了多重

作用。它既是信息传递平台，通过展示规划理

念和设计方案，让市民了解改造的必要性；通

过吸纳民意完善方案，凝聚高度公众支持；同

时为市市政部门在面对施工风险时得到更广

泛的市民体谅。

4 部门协商和公众参与双轮驱动机制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常需克服因部门职

能差异导致的目标冲突。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

工程揭示了在复杂的城市更新项目决策中，部

门协商通过引入增量促使高层级的战略考量

意见倾斜；公众参与构建规范化的信息交互从

而形成社会认同。二者共同为市政府统筹决策

提供了坚实基础。

4.1 部门协商中的目标趋同过程

成功的合作有赖于将分散的部门目标融

入更高层级的共享战略框架。该目标趋同过程

包含认知奠基、分歧显化和战略平衡3个关键

环节。

（1）共同目标奠定协作前提。尽管市规划

部门与市市政部门在政策网络中占据不同位

置，其专业视角与核心关切各异，但双方对外

滩交通瓶颈亟待疏解的根本问题具有共识。市

规划部门致力于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与城市长

远功能，市市政部门则侧重于保障交通效率与

工程实施可行性。这一共识构成了合作博弈中

共同目标的基础，为后续协调奠定了基础。

（2）分歧显化揭示协作障碍。冲突根源在

于双方对方案的价值评判标准存在差异，这反

映了政策网络内部因专业理性不同而产生的

结构性矛盾。世博会开幕前完成外滩滨水区综

合改造契合市规划部门的核心公共价值诉求，

但对负责实施的市市政部门而言，则意味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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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须承担巨大的工程风险与管理压力，且其

直接的交通改善收益未达预期。这种成本—收

益评估的显著不对称，意味着联盟尚未形成对

所有潜在成员都具有吸引力的“分配方案”，

导致合作陷入僵局。

（3）战略平衡实现僵局突破。黄浦区政

府与半岛酒店作为政策网络中的第三方，引入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形象提升这一新的战略

维度。市级决策者得以在更宏观层面进行统

筹，相当于在合作博弈中引入“联盟外收益”，

将市市政部门所面临的局部实施成本与项目

带来的城市整体战略性收益纳入统一决策框

架。通过对多元目标的重新权衡，实现了从部

门视角向城市战略视角的升华，从而为合作奠

定了新基础，这一总体收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改

进获得了合作共赢格局[14]98。

4.2 公众参与下的社会认同构建

在合作博弈中充分的信息交互促进多方

决策达成共识[10]12。在信息不完全对称情况下，

信息共享是地方政府合作博弈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23]。在外滩滨水综合改造工程案例中，

公众参与通过专业意见征集、信息公开传递和

公众反馈整合这一套规范程序，系统性地构建

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1）专业意见征集实现了多维专业视角

的融合。通过国际方案征集邀请10家设计单位

参与，并由市规划局风貌处进行专业把关，形

成高水平的规划设计方案。同时召开多方联席

会议，汇集市规划局、市政局、浦江办、黄浦区

政府等各部门的专业意见。在复杂的公共政策

决策中，政府间“技术协作型”合作模式对于

克服部门冲突具有重要价值[24]。

（2）信息公开传递营造了透明的决策环

境。上海市政府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实现了设计

方案的全方位传播，确保社会各界对方案内容

的充分了解。协商民主的过程本质上是信息交

换的过程，通过对话交流建构开放性的问题解

决场域，带来改革和创新的可能性[25]58。决策

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增强政策合法性，也使各

相关部门无法回避方案的核心价值[26]。

（3）公众反馈整合注入了坚实的民意基

础。上海市政府通过组织公众参与投票，方案

最终获得95%的支持率。其中5%关于增加绿

化的建议也在后续方案设计中得到认真对待。

这一高支持率使其从技术方案转变为民众的

公共选择，极大地提升了政策的执行力[27]。

4.3 双轮驱动的协同效应

双轮驱动效应是指部门协商与公众参与

之间存在的相互促进关系。在外滩滨水综合改

造工程案例中，这一效应清晰地呈现为“目标

驱动信息、信息塑造共识、共识强化合作”的

螺旋式上升过程。

（1）项目初期的目标驱动信息阶段，各方

基于其核心诉求积极进行信息交互。市规划部

门为论证城市功能优化的必要性，主动开展国

际方案征集；市市政部门为说明工程难度，提

供了详细的施工风险、投资规模等数据；黄浦

区政府出于区域发展考量，传递了半岛酒店投

资信息。这种基于专业理性的信息交流是达成

共识的基石[28]。

（2）信息塑造共识阶段体现了透明信息

消除认知差距的作用。此过程通过两条并行互

补的路径展开：体制内，通过方案展示、联席会

议等部门协商形式，使各部门深入理解改造方

案的系统性价值——不仅能实现地面空间优

化（增加40%公共空间、增加10%绿化面积），

还能为方案增添经济效益（如果成功引入半

岛酒店）。体制外，通过新闻发布会、规划展览

等公众参与方式向公众全面展示了方案的具

体细节，包括2 000人座席等便民设施、老建

筑风貌保护等人性化设计，让市民深刻理解方

案对改善城市生活品质的积极意义。这种面向

政府与公众的多层次信息沟通验证了信息共

享机制对于促成合作共识的关键作用。

（3）共识强化合作阶段，方案公示后所凝

聚的广泛公众支持率与市场方的发展诉求形

成了强有力的“决策场域”[25]57。上海市政府

作为最高决策主体，在综合权衡各方意见后从

城市全局利益出发，做出了外滩滨水区综合改

造工程须于2010年世博会前竣工的明确指令。

这一决策将项目从方案及施工时间争议阶段

推向协同执行阶段，确保了工程的最终落地。

5  结语

本文以外滩滨水区综合改造工程为例，通

过整合政策网络理论与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

“部门协商和公众参与双轮驱动”的分析框架，

揭示了公共决策中部门间从目标分歧走向行动

协同的关键：一方面，通过跨部门、跨层级的部

门协商路径将工程实施可行性及区域发展诉求

纳入城市整体战略判断体系；另一方面，公众参

与路径通过规范化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构建

广泛的社会认同。本研究表明，在复杂的城市更

新项目中，通过“目标趋同—社会认同”的交

互过程促进协同效应，达成最终决策[20]112。

本文的贡献如下：理论层面，将政策网络

理论对“多元主体关系”的洞察与合作博弈

理论对“联盟形成动力”的分析相结合，阐释

了在合适机制设计下可以突破部门视角局限，

实现更大范围的帕累托改进。实践层面，地方

政府在复杂项目中既可依托非程式化的内部

协商整合分散诉求，又可利用程序化的公众参

与形成更广泛的价值认同，为推动高复杂度公

共项目落地提供可操作的治理路径。

对于双路径在不同政治资源、不同层级

政府结构等情境下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边界，本

文尚未进行深入的比较性探讨。未来研究可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条件性的解释框架，从

而更精准地指导实践。同时可探讨如何通过完

善公众参与机制，在“人民城市”理念下实现

全体人民收益正外部性的最大化。

王林. 基于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更新类型体系

研究与策略思考——以上海市为例[J]. 上海城

市规划，2023（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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